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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經學的特色及影響 
 

汪學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所研究員 

 
清代初期雖以理學為盛，但其末流弊端已顯見，補偏救弊的最好方法就是重

新拾起古老的經學，作為扭轉學風的手段，因此經學之風已漸然興起。這一時期

的經學特色主要包括綰理學于經學之中、群经的辨伪、經籍的編纂、通經致用四

個方面。以下做一簡述。 
 

一、 綰理學于經學 
針對宋明理學末流背離經學的現實，清初諸儒宣導應以經為本位，綰理學于

經學之中。錢謙益主張：“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

之道也。離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不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

詰。”1發揮歸有光道在經中的觀點，主張應以漢儒為宗主去研究經學，“學者之

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但他也強調：“漢不足求之于唐，唐不足求之于宋，

唐、宋皆不足，然後求之近代。”2廣采漢以下，乃至當時人的著述，其議論持平。

繼錢謙益之後，方以智、顧炎武、朱之瑜、黃宗羲、呂留良、李顒、陳確、費密

等學者遙相呼應，唱為同調。 
方以智對執“糟粕六經”的觀點給予駁斥，以為“聞道者自立門庭，糟粕文字，

不復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見，洸洋自恣，逃之空虛。”3不滿意離開

經書而空談儒學的性理，自然要進一步注意經典。他晚年在青原山持論更加明確

地說：“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4又说“夫子之教，始於《詩》、《書》，終於《禮》、

《樂》”，治經“太枯不能，太濫不切。使人虛標高玄，豈若大泯於薪火。故曰：

藏理學于經學。”5提出“藏理學于經學”的命題，試圖把理學與經學統一起來。 
顧炎武在批判理學基礎上提出“理學，經學也”6的主張，把經學視為儒學的

正統，後世理學不究心於《五經》，而沉溺于理學家的語錄，為不知本是禪學。

後來全祖望把其主張概括為“經學即理學”7，道出顧炎武綰理學于經學之中的用

心。顧氏主張從歷史角度治經，認為經學有其源流。他還從考音、文字角度治經，

以為讀九經應從考文開始，考文則應從知音開始，8強調治經的手段、工具的重

要意義。他治經尤其重視經世，反對單純的訓詁、考證。    
費密提出“從古經舊注發明吾道”9的命題，認為“且不傳之學亦遺經得之，

                                                        
1錢謙益：《初學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經注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年，第 851 頁。 
2錢謙益：《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卓去病論經學書》，第 1706 頁。 
3方以智：《通雅》卷首，《序》，中國書店，1990 年，第 6 頁。 
4方以智：《青原山志略》卷三，《仁树楼别录》。 
5方以智：《青原山志略·凡例·書院條》，康熙年間版。 
6顧炎武：《亭林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1937 年，第 232 頁。 
7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亭林先生神道碑》，《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第
277 頁。 
8 參見顧炎武：《亭林文集》卷四，《答李子德書》，第 244 頁。 
9 費密：《弘道書》卷首，《題辭》，民國九年怡蘭堂刊本，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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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於遺經之外也。古今遠隔，舍遺經而言得學，則不本聖門，叛道必矣。”聖

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辟

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年間，先王教化不復見，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為

家法，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于聖人之經，

斯道明矣。世之論紛紛然異說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真不為所惑哉！”10他主

張學儒家之學當從經書開始，經道一體，離經不僅不能悟道，反而叛道，服膺歸

有光有關經與道密不可分的思想。自謂：“密（費密——引者）事先子多年，艱

苦患難閱歷久，見古注疏在後。使曆艱苦患難而不見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

觀古注疏而不曆艱苦患難，無以見道之實。”11 把經當成道的源泉，同時也注意

到體悟大道僅靠本文是不夠的，還必須要有人生的經驗。 
朱之瑜在回答人問“注解”時，有以下看法：“書理只在本文，涵泳深思，自

然有會。”12 “書理只在本文”，亦即道理不離經書，對經本文認真下功夫，其中

道理自然會體悟。他反對簡單地看重經注，主張對經注應若即若離，進一步講讀

經也不是目的，而要通過讀經明理，融會貫通其義理才真正做到讀經。黃宗羲反

對抄襲語錄之糟粕、不以《六經》為根柢的明人講學習氣，強調為學必先窮經。

呂留良認為，“不學六經，不足通一經”，主張“士必通經博古，明理學為尚。”“必

通經，必博古，必明理學。”13 通經博古即是注重經本文，明理學即明大道。李

顒提出“明體適用”之學， 應從讀書開始，其在講學時所開列之書，首先就是經

書。他還提出“道學即儒學”的命題，“其實道學即儒學，非於儒學之外別有所謂

道學也。”14 在這裡，儒學偏於經，道學側重道，經道合流。 
清聖祖的儒學以理學為主，但也不廢經學，希望融理學于經學當中。牛鈕、

陳廷敬在日講時對他說：“自漢、唐儒者專用力于經學，以為立身致用之本，而

道學即在其中。”15他接受道學即在經學中的主張。 
以上綰理學于經學諸觀點可謂清初經學的一大特色，它預示著經學開始走向

復興。 
 

二、群经的辨伪 
清初諸儒不局限于對經學的倡導，而是對宋明以來推崇的經書及注疏進行

反思，從考據出發指出其訛誤不實之處，掀起了群经辨偽思潮16。 
關於《尚書》，閻若璩繼承前人遺緒梳理《古文尚書》疑案，潛心數十年，

撰成《尚書古文疏證》一書，得疏證 128 條。他就史籍所載《古文尚書》篇數、

鄭玄注《古文尚書》篇名，以及梅賾本《古文尚書》內容、文句等，引經據古，

一一指出其矛盾之處，揭出東晉晚出本作偽依據，得出“晚出於魏晉間之書，蓋

                                                        
10 費密：《弘道書》卷上，《道脈譜論》，第 22—23 頁。 
11 費密：《弘道書》卷下，《聖門定旨兩變序記》，第 21 頁。 
12 朱之瑜：《朱舜水文集》卷十，《答安東守約問八條》，中華書局，1981 年，第 369 頁。 
13 呂留良：《呂晚村先生文集》卷五，《戊戌房書序》，《四庫禁毀書叢刊》第 148 冊，第 572—573 頁。 
14 李顒：《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問》，中華書局，1996 年，第 120 頁。 
15 《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 879 頁。 
16 這方面的研究參見林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文津出版社，1990 年，有詳盡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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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古不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17的結論。由於閻若璩此書在考

據學上的貢獻，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冠之為卷首，尊他為清代考據學開派宗師。

此外，黃宗羲、顧炎武等皆對晚出《古文尚書》有所懷疑，有所考辨。黃宗羲對

閻若璩《尚書古文疏證》給予正面的肯定，在為此書作序時指出晚出《古文尚書》

與史傳記載的矛盾，以及抄襲前人之文的出處，如其中宋儒服膺的十六字心傳本

於《論語》和《荀子》。顧炎武《日知錄》中有懷疑《古文尚書》多條，如《泰

誓》、《古文尚書》、《書序》等，在指出“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之後，引孟子“盡

信書不如無書”一句，這已經證明他對閻氏考辨晚出《古文尚書》為偽書的認同。

朱彝尊後來也懷疑晚出《古文尚書》並從多角度指出其偽，儘管毛奇齡作《古文

尚書冤詞》加以反對，也無力扭轉辨偽《古文尚書》的定讞。 
    關於《周易》，黃宗羲作《易學象數論》，黃宗炎作《圖學辨惑》，毛奇齡作

《河圖洛書原舛編》，駁宋易圖書派之非。黃宗羲認為河圖、洛書是地理之書，

與畫卦無關，因為漢、唐學者皆未述及今日之河圖、洛書。至於先天橫圖、先天

方點陣圖皆非《周易》本有，而是後人比附《周易》的產物。黃宗炎繼承發揚其

兄的說法，認為易圖就傳授源流來看非古，而是後人所造。其中河圖、洛書為地

理方冊，先天諸圖、太極圖則是宋儒所偽造，受道家影響。朱彝尊和毛奇齡都指

出河圖、洛書、先天、太極諸圖的道家性質。胡渭博采眾家之長撰《易圖明辨》，

對宋易圖書先天之學進行系統批判。他認為，《易》“無所用圖”18，不必區分“先

天”、“後天”。對於圖書之學解釋《繫辭》“河出圖，洛出書”提出質疑，認為河

圖、洛書不是作《易》的本旨，因此治《易》不可拘泥。他還把伏羲、文王、周

公、孔子之《易》視為一脈相承，指出：“九圖乃希夷、康節、劉牧之象數，非

《易》之所謂象數也”19。強調朱熹《周易本義》首卷所列的九圖與陳摶、邵雍、

劉牧諸圖不是聖人之《易》，不過是先天之圖罷了。由此胡氏主張先天之圖與聖

人之《易》應分道揚鑣，離之則兩美，合之則兩傷20，力圖還《周易》之本來面

目。胡渭《易圖明辨》一書對宋易圖書先天諸說進行徹底批判，客觀上對清代中

期漢易的復興起了促進作用。 
關於《詩》，所謂《詩傳》、《詩說》，依毛奇齡的說法，“《詩傳》，子貢作；

《詩說》申培作，向來無此書，至明嘉靖中，廬陵中丞郭相奎（子章）家忽出此

二書，以為得之黃文裕（佐）秘閣石本，然究不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21 後

來引起學者的懷疑。清初由對此書的懷疑演成考辨。毛奇齡所作《詩傳詩說駁議》

是清初經學考辨《詩傳》、《詩說》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述此書緣起時說：“予客

江介，有以詩議相質難者，捃摭二家言，雜為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說，因於辨

論之余，且續為記之，世之說詩者可考鑒焉。”22 他分別從《詩經》的傳授源流、

篇名、篇次與古書不合、內容與《魯詩》不合、詩旨與史實不合等方面加以考辨，
                                                        
17 閻若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書不古不今非伏非孔》，《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第九
冊，鳳凰出版社，2005 年，第 131 頁。 
18 胡渭：《易圖明辨》卷首，《題辭》，《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第 9 冊，鳳凰出版社，2005 年，第 229 頁。 
19 胡渭：《易圖明辨》卷十，《象數流弊》，第 275 頁。 
20 參見胡渭：《易圖明辨》卷首，《題辭》，第 229 頁。 
21毛奇齡：《詩傳詩說駁議》卷一《總論》，《西河全集》，蕭山陸凝瑞藏本。 
22 毛奇齡：《詩傳詩說駁議》卷一《總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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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子貢詩傳》、《申培詩說》為偽作，“向來從無此書”，“多襲朱子《集注》”
的結論。23 與毛奇齡大體相近，姚際恒、朱彝尊等都以為《詩說》、《詩傳》皆

為明人豐坊偽撰，這是對明代詩學的批判，力圖還《詩經》之原貌。陳啟原作《毛

詩稽古篇》，大力駁斥朱熹派的說詩，“所掊擊者惟劉瑾《詩集傳通釋》為甚，輔

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間堅持漢學，不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

引據賅博，疏正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24 對劉瑾、輔廣等朱熹派門人詩說的

批判，也是對朱熹的抨擊。 
關於《周禮》，毛奇齡考訂《周禮》雖非周公作，但不可稱為偽書，當為“戰

國人書，而其禮則多是周禮。”25 他認為，“周秦以前，並無周公作《周禮》、《儀

禮》一語見於群書，亦並無周、秦以前群書，若孔子、孟、老、荀、列、墨、管、

韓百家及《禮記》、《大學》、《中庸》、《坊記》、《表記》、《孝經》所引經有《儀禮》、

《周禮》一字一句，則周公不作此書明矣。”26 周公沒有作《周禮》並沒有什麼

關係，《大學》、《中庸》也不知何人所作。說《周禮》為周公作，《大學》為孔子

作，缺乏證據，必然造成學者間的互相爭論，於世無補。但這並不損害其經的地

位。他對《周禮》的價值是給予肯定的。萬斯大有《周官辨非》明確指出《周官》

（即《周禮》）為偽書。他本著“非通諸經，不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不

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27 的方法考辨《周禮》，指出《周

禮》所載典章制度等大都與《五經》、《論語》、《孟子》多有不合，尤其證以《左

傳》，說：“吾考魯史充有言：先君周公制《周禮》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世，事以

度功，功以食民。今觀《周禮》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禮》已亡，而今之所傳

者，後人假託之書也。”28  
關於《四書》，毛奇齡從總體上指出朱熹注《四書》的錯誤，他把《四書》

本文與朱注對比，歸納出錯誤有三十二類數百處之多，包括人類錯、天類錯、地

類錯、物類錯、官師錯、朝廟錯、邑裡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

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禮樂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

記述錯、章節錯、句讀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注錯、添補經文錯、自

造典禮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例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不

成此錯。全面否定了朱子的《四書章句集注》。 
關於《中庸》，這一時期考辨《中庸》之風甚盛，費密有《大學中庸駁論》，

潘平格也有《考辨》，兩書皆不可見。只有姚際恒《禮記通論》中的辨證。經姚

氏多方考證，認為《中庸》的文字抄襲《孟子》，就字詞的應用、所述的制度而

言已非春秋時之書。從義理的分析證明《中庸》不符孔門宗旨，而《中庸》思

想與佛老相契合。29 

                                                        
23 毛奇齡：《詩傳詩說駁議》卷一《總論》。 
24 《四庫全書總目》卷十六，《經部·詩類》二，中華書局，1965 年，第 132 頁。 
25 毛奇齡：《周禮問》二，《西河全集》，蕭山陸凝瑞藏本，第 17 頁。 
26 毛奇齡：《西河文集》卷七，《李恕谷論周禮書》，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1937 年，第 220 頁。 
27 黃宗羲：《南雷詩文集》上，《萬子充宗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年，第

405 頁。 
28 萬斯大：《周官辨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 85 冊，第 645 頁。 
29 參見杭世駿《續禮記集說》中所輯《禮記通論》，載《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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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學》，陳確考辨《大學》之偽，主張“《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

傳十章，非賢傳也。”否定《大學》為孔子、曾子所作，不承認《大學》為先秦

作品。因為“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竄於禪，其詞遊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離虛

誕。”30 所得的結論是，“《大學》言知不言行，必為憚學無疑。”31 毛奇齡也認

為，《大學》沒有古文、今文之殊，其所傳文也沒有石經本、注疏本之異，力主

恢復經籍舊觀。    
清初諸儒對宋儒經說的考辨與批評其意義不可低估，主要有以下二方面。 
首先，可以說是對宋明理學的打擊。如證明晚出《古文尚書》、河圖洛書先

天太極諸圖、《大學》等之偽，動搖了理學立論的根基，從這個意義上說，“宋學

已受致命傷”32 ，儒學的研究踏上健實之路。宋明理學的產生雖然有佛道的影

響，其中也不乏吸取改造他們的成分。但作為儒學發展過程中的特定形態，理學

的淵源主要是《四書》和《周易》，清初諸儒對《大學》、《中庸》，以及宋易圖書

學的考辨，證明《大學》、《中庸》並非先秦曾子、子思所作，而是漢人偽造，宋

易圖書先天太極諸說為後人比附《周易》，宋人解《四書》也非定本等，宋儒推

崇的《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六字心傳，

為晚出《古文尚書》偽造。凡此種種顛覆了理學立論的基礎。但也應該注意到，

清初諸儒的考辨主要是指出經書的時代、篇名、篇數、作者等形式方面的偽，並

非指其內容的偽，換句話說，清初諸儒所考辨的是事實之偽，而非價值取向、微

言大義之偽。因此理學所闡釋的這些義理仍然有意義。 
其次，開乾嘉漢學之先。他們考經證史的方法為漢學家們所繼承，對諸經說

的考辨也為漢學家們所進一步完善。惠棟、張惠言接續對宋易圖書之學的批評，

著力于對漢易的鉤稽輯佚，轉成漢易復興，力求恢復《周易》面貌。焦循則從《繫

辭》出發，探索《周易》研究的新思路。惠棟的《古文尚書考》、程廷祚的《晚

書訂疑》則繼承閻若璩考辨晚出《古文尚書》遺風，使偽《尚書》一公案定讞。

戴震的《詩經補注》、《毛鄭考正》繼承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進一步名物考證。

惠棟、秦蕙田、淩廷堪、胡培翬等對《三禮》之學的考辨與研究，出現了由宋儒

言理向漢儒重禮的轉向，並在當時產生一定影響。惠棟的《左傳補注》、洪亮吉

的《左傳詁》、劉文淇的《左傳舊疏考證》使《左傳》成為顯學。而莊存與的《春

秋正辭》、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超越東漢古學，直接西漢，預示著今文經

學開始復興。  
 

三、經籍的編纂 
清初，清政府意識到“書籍關係文教”，33 定鼎伊始，開始編纂儒家經籍。世

祖頒諭禮部，稱“爾部即傳諭直省學臣，訓督士子，凡經學、道德、經濟、典故

諸書，務須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為真儒，達用則為良吏，果由此等實學，

                                                        
30 陳確：《陳確別集》卷十四，《大學辨》，《陳確集》下，中華書局，1979 年，第 552 頁。 
31 陳確：《陳確別集》卷十五，《大學辨》，第 573 頁。 
32 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東方出版社，1996 年，第 15 頁。 
33 《清世祖實錄》卷一一七，《清實錄》第三冊，第 9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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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當不次簡拔，重加任用。又念先賢之訓，仁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

事之暇，亦須留心學問，俾德業日修，識見益廣，佐朕右文之治。”34 聖祖也十

分重視儒家經典的編纂，說：“自古帝王致治隆文，典籍具備，猶必博采遺書，

用充秘府，蓋以廣見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留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

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豈無善本，

今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錄，作何給值採集，及

借本抄寫事宜，而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令搜羅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

意。”35 編纂儒家典籍體現兩帝“留心”學問，“右文”、“崇文”之意。清初官方組

織編纂的儒家經籍主要有：《易》有《易經通注》、《日講易經解義》、《周易折中》，

《書》有《日講書經解義》、《書經傳說彚纂》，《詩》有《詩經傳說彚纂》，《春秋》

有《春秋傳說彚纂》，禮有《日講禮記解義》，《孝經》有《孝經衍義》，《四書》

有《日講四書解義》，以及《禦纂朱子全書》等。 
對儒學經籍的編纂值得一提的還有朱彝尊的《經義考》和納蘭性德的《通志

堂經解》。 
朱彝尊編纂《經義考》的目的，其一，“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說，

足以自信，不足以析疑。惟眾說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見。”36 其二，“先

儒遺編，失傳者十九”，37 尤以“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38 遂

仿馬端臨《文獻通考·經籍考》，朱西亭《授經圖》、《經序錄》，孫退谷《五經翼》，

並以各書之說增補之。《經義考》收集先秦至清初經學書目，共八千四百多種，

著者四千三百多家，凡三百卷。按《易》、《書》、《周禮》、《儀禮》、《禮記》、《通

禮》、《樂》、《春秋》、《論語》、《孝經》、《孟子》、《群經》、《四書》、《逸經》、《毖

緯》、《擬經》等順序編排。各經下所列書目先按時代先後排列。每一書著錄作者、

書名、卷數、存佚，再輯錄該書的序跋和相關評論，間附朱氏按語。四庫館臣對

此書評道：“然上下二千年間，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雲詳

贍矣。”39 可說是先秦至清初經學著作的總匯，其間所錄雖不免有訛誤和缺漏，

然仍是研究經學不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書。  
編纂《通志堂經解》旨在保存宋元經學文獻。納蘭性德向座師徐乾學提出刊

刻宋元經解的必要性時說：“逮宋末元初，學者尤知尊朱子，理義愈明，講貫愈

熟，其終身研求於是者，各隨所得以立言，要其歸趨，無非發明先儒之精蘊，以

羽衛聖經，斯固後學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書流傳日久，十不存一二。余向屬友

人秦對岩、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斷闕，不可卒讀，鈔本

訛謬尤多，其間完善無訛者，又十不得一二。”40 徐氏贊同納蘭的想法，將自己

所收的宋元經說，加上其他藏書家所藏，共一百四十種刊刻付梓。《通志堂經解》

可以說是宋元人經解總匯，其貢獻是保存了宋元時代的經說。李兆洛認為，納蘭

                                                        
34 《清世祖實錄》卷九十一，《清實錄》第三冊，第 712 頁。 
35 《清聖祖實錄》卷一二五，《清實錄》第五冊，第 331 頁。 
36 朱彝尊：《五經翼序語》，《 曝書亭集》，商務印書館，1935 年，第 575 頁。 
37 朱彝尊：《寄禮部韓尚書語》，《曝書亭集》卷三十三，第 558 頁。  
38陸隴其：《三魚堂筆記》卷下，商務印書館，1937 年，第 94 頁。 
39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史部·目錄類一》，第 732 頁。 
40納蘭性德：《通志堂集》卷十，《經解序一·經解總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年，第 199—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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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刻《通志堂經解》，所以輔微抉衰，引掖來學甚厚。《通志堂經解》所收各書前

的序，對於宋元經學來說也有考鏡源流、辨章學術的作用。乾隆以後漢學大盛，

宋學受到攻擊，其經說也多束之高閣，多虧有《通志堂經解》使宋元人經說不至

於湮滅。另外，由於《通志堂經解》保存了相當多的孤本文獻，乾隆年間編《四

庫全書》也多有採納。 
 

四、通經致用 
清初諸儒反對明末空談心性之弊，對儒學經典研究體現通經致用的用意。 
孫奇逢治經不在章句訓詁，重在“通人事以致用”。所作《四書近指》服膺實

用原則，對《論語》、《孟子》、《大學》、《中庸》，“挈其要領，統論大旨”，這四

部經學典籍，主要是“修己治人，親師取友，理財折獄，用賢遠奸，郊天事神，

明理適用。總之，皆學也。”41 雖然談心性，但與社會道德聯繫在一起，道德又

與政治統一。他評論《論語》時指出：“論學是希賢希聖之事，論孝是為子立身

之事，論仁是盡心知性之事，論政是致君澤民之事，論言行是與世酬酢之事，論

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論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論生死是生順歿寧之事。”42 
反對抽象地討論一些問題，而把問題的討論與實際所做的事情結合起來，體現他

不局限于書本而是重人事的特點。這就是“明理適用”，即通經與致用相統一。 
    王夫之認為，讀書窮理之實，著眼於實即重視經世。他說：“書義而外，論

以推明經史，而通其說於治教之詳，策以習天人治亂、禮樂、兵刑、農桑、學校、

律曆、吏治之理，非此則浮詞靡調，假於《五經》、《四書》而不知其所言者何謂，

國無可用之士，而士益偷則益賤。”43 批評宋明以來的科舉制度，以及八股文，

這種教育方式所取之士不可能擔當起安邦濟民的責任。他反對學無所用，主張學

以致用，關心天下事，體現為學務實的特徵。他治《周易》也強調其經世的特色，

說：“‘殷之末世’，紂無道而錯亂陰陽之紀。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心不忍

之速亡，欲匡正以圖存而不能，故作《易》以明得失存亡之理，危辭以示警戒。

危者使知有可平之理，善補過則無咎，若慢易而不知戒者，使知必傾，雖得位而

亦凶，冀殷之君臣謀於神而悔悟。”44 作《周易》是為闡明社會治亂的緣由、人

事得失的道理，以危嚴之卦爻警戒，希望君臣有所悔悟，改弦更張，勵精圖治，

這是把《易》視為經世之書。 
顧炎武以務實的態度解釋《大學》所謂的致知格物，說：“致知者，知止也。

知止者何？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禮

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以格物為多識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

無不知也，當務之為急。”45 把致知理解為知止，止是止於五倫，物是具體的倫

                                                        
41 孫奇逢：《四書近指·凡例》，《孫奇逢集》上，第 368 頁。 
42 孫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三，《語錄》，第 554 頁。 
43 王夫之：《噩夢》，《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 569 頁。 
44 王夫之：《周易內傳》卷六上，《繫辭下傳》第十一章，《船山全書》第一冊，第 612 頁。 
45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錄集釋》卷六，《致知》，第 376—3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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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之物，格物致知不離日常的人倫日用，凡此事關國家社會的穩定，而非一些無

關緊要的細微末節。他不把《春秋》當成純粹記史之書，認為《春秋》之作“言

焉而已，而謂之行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不可也。”46 《春

秋》是致用之書，他發揮了其中的“夷夏之防”的思想，指出：“君臣之分，所關

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略其不死子糾之罪，而

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不敵

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47 這是把天下國家的存亡置於君臣個人關

係之上，肯定管仲亦即肯定他把國家民族利益當成最高利益。 
與顧炎武一樣，呂留良也重視《春秋》“夷夏之防”的思想，他說：“君臣之義，

域中第一事，人倫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看微

管仲句，一部《春秋》大義，猶有大於君臣之倫，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

不死耳。原是論節義之大小，不是重功名也。”48 他又說：“子路、子貢兩章發問

皆責其失節，而夫子兩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不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

解也。若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不留待後儒發明矣。總坐不懂夫子大旨，其意

終疑立功不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為之說。不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

比也，看下章自分明。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車以合之耳。不以

兵車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49 《論語》記載孔子不僅赦

免管仲不死公子糾之罪，反而肯定管仲轉而輔佐齊桓公之功，其原因在於管仲任

宰相後，以仁義九合諸侯，建立了尊王攘夷之功，對穩定周朝統治，避免中原亡

於少數民族起了積極的作用。呂留良大加揄揚，把《春秋》“尊王攘夷”當成天下

第一件大事，超過君臣之義，顯然是針對明清鼎革的社會現實而發的，肯定民族

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國破家亡哪裡還有君臣之義在，在明遺中持這種觀點的

人不在少數。夷夏之防的民族意識既是明清鼎革的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清廷高

壓政策的結果。 
顏元依據《周禮》主張恢復“周孔正學”，指出：“《周禮·大司徒》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六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六行，孝、友、睦、

姻、任、恤。三曰六藝，禮、樂、射、禦、書、數。”50 這裡的六德、六行、六

藝的核心是“習行經濟”，大到治國安邦，小到人倫日用，都要務實，切莫空談。

他把“學習、躬行、經濟”當成“吾儒本業”，認為空談不解決實際問題，必須把講

論與習行結合起來，而且應以習行為標準，這是把致用放在第一位。李塨發揮顏

元的觀點，認為“《周禮》人方疑為偽書，何有三物？但門下不必作《周禮》三

物觀，惟以仁義禮智為德，子臣弟友五倫為行，禮樂兵農為藝。請問天下之物尚

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51 清代懷疑《周禮》的大

                                                        
46 顧炎武：《亭林文集》卷四，《與人書三》，第 255 頁。 
47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錄集釋》卷七，《管仲不死子糾》，第 412 頁。 
48 呂留良：《四書講義》卷十七，《四庫禁毀叢刊》本，經部第一冊，第 623 頁。 
49 呂留良：《四書語錄》卷二十六，《論語·憲問第十四·桓公殺公子章》，《四庫禁毀叢刊》本，經部第一冊，

第 284 頁。 
50 顏元：《存治編》卷一，《學校》，《顏元集》上，第 109 頁。 
51 李塨：《恕穀後集》卷四，《與方靈皋書》，第 3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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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所以李塨主張不必作《周禮》三物觀。應以仁義禮智為德，子臣弟子為

行，禮樂兵農為藝，德、行、藝所包含的就是天下三物，此三物代表道德、倫常、

工藝。 
如果說明遺諸儒倡導通經致用是為了總結明亡的經驗教訓，具很強的批判

性，那麼清廷主張通經致用則是為了重建社會秩序並以此來維護其統治。如清聖

祖在《日講易經解義序》中重申“帝王立政之要，必本經學”，進而提出“以經學

為治法”52 的主張。晚年一直堅持，“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

必崇尚經學。”53 
總之，清初諸儒倡導綰理學于經學之中對扭轉學風，趨於通經學古起了推動

作用；群经的考辨，預示著回歸經典運動的到來，而諸經籍的編纂則促進了相關

的考據、辨偽、輯佚、校勘等學問的發展，凡此皆開後來乾嘉漢學復興之先河。

而清初經學通經致用的所帶有的批判性等特色由於雍乾以來的政治高壓等原因

未能發揚光大，終是學術上的一件憾事。 
 
 

（此文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演讲稿）

                                                        
52 《禦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日講易經解義序》，《四庫全書》第 1298 冊，第 187 頁。 
53 《清聖祖實錄》卷二五八，第 552 頁。 


